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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窑是中国瓷业史上最重要的窑场之一，也是中国古代青瓷近千年生产高峰的典型代表，其文化

内涵丰富，生产规模宏大，是南北瓷业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范，是中国青瓷工艺发展的集大成者。龙泉

窑产品分布广泛，既为宫廷贵族所喜爱，也被平民百姓广泛使用；同时，其产品还大量用于外销，对世

界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是“一带一路”研究中重要的文化支撑。龙泉窑的考古学研究向来是古陶瓷研

究的重要课题，基于过往的考古工作及研究成果，大窑龙泉窑遗址于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中国唯一的陶瓷类项目，2009年龙泉窑的烧制技艺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2013年，龙泉·大窑龙泉窑遗址与慈溪·上林湖遗址联合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国

古代瓷窑遗址”；2016年，龙泉窑被国家列入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重要遗产点；2017年，龙

泉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

龙泉窑考古学研究，就是通过对龙泉窑进行综合、系统的研究，全面探索龙泉窑烧制技术谱系、科技

创新与取得的成就，充分认识龙泉窑体现的“中国智慧”，确立龙泉窑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

影响力。同时，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和中外文化与商业交流的典型代表，对龙泉

窑进行深入研究，充分发挥其在阐释中华文明和讲述中国文化故事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可以为“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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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龙泉窑的百年求索路

——龙泉窑考古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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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龙泉窑作为我国古代声名最著的青瓷窑场之一，其窑火延续千年不绝，所制

产品曾流通八方，遍布四海。以 20 世纪 20 年代陈万里先生走出书斋为起始，学者们针

对龙泉窑所做出的考古与研究工作已近百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做了大量考古工

作，积累了足够丰富的材料，可以并迫切需要对龙泉窑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新

时期的研究重点将着力在龙泉窑的始烧问题、发展谱系的建立、工艺创新、龙泉窑与宫

廷的关系、龙泉窑工艺交流与影响以及其产品的外销和技术的输出等多个方面，并以此

为基础全面推进龙泉窑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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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倡仪有效地提供历史经验，还可以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与软实力，是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力

贡献。

一  龙泉窑考古发现与研究史回顾

龙泉窑主要分布在瓯江流域的上游地区，窑址所在地多山坡溪流，有着制瓷所需的优越自然条件。

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不断的调查表明，龙泉窑系的青瓷窑址在龙泉、庆元、云和、景宁、丽水、遂昌、松阳、

缙云、青田、武义、永嘉、泰顺、文成以及福建浦城、松溪等地均有发现，窑址数量达600余处，构成了一

个窑场众多、分布极广的瓷窑体系。其中以龙泉市窑址最为密集。就目前调查所知，龙泉市境内有窑址

360多处，其中又以大窑龙泉窑遗址最为集中，包括今龙泉市小梅镇大窑、金村、高际头、垟岙头和查田

镇溪口村辖内的窑址共120多处，涵盖了从唐到清代的青瓷窑址群，烧窑历史至少持续了1000余年，是

龙泉窑制瓷的核心区域。

近现代关于龙泉窑青瓷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陈万里先生从1928年开始做龙泉窑考古

调查，通过多次实地考察，对龙泉窑窑场的分布、龙泉窑生产品种、文献中有关“章生一、章生二兄弟”的

记载以及龙泉青瓷的原料产地、窑炉窑具、销售市场等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
‹1›
。随后他在大窑村完成了中

国第一部瓷窑址田野考察报告《瓷器与浙江》。该书于1946年10月出版，是最早的关于龙泉青瓷的研究

专著。20世纪40年代，徐渊若在担任龙泉县长期间，曾“亲炙瓷片，翻阅载籍，亲历窑址，遍观藏家珍

品，并与斯道之权威相往来”
‹2›
，终成其作《哥窑与弟窑》。不过，这些论著基本上是按传统金石学的角度

对龙泉青瓷进行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对恢复我国历代名窑非常重视。他曾指示，首先要恢复濒临绝

迹的龙泉窑青瓷。为配合此项工作，1959至1960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龙泉窑调查发掘组，

对龙泉南区古代瓷窑进行了调查，并对大窑
‹3›
和金村

‹4›
两个地方的数处窑址进行了试掘和局部发掘，通

过地层叠压关系初步了解了龙泉窑的发展脉络。其中，大窑杉树连山窑址的发掘，是龙泉窑最早的建立

在地层学基础上的科学性发掘，从此开始了对于龙泉窑真正的田野考古活动。这项发掘虽然地点较多，

但规模均较小，总计发掘面积仅600余平方米。依据金村、大窑两地发现的对应层位关系，可以把宋代

龙泉窑青瓷器物明确地划分出早、中、晚三个时期，从而初步地建立起龙泉青瓷发展序列，纠正了以往认

为龙泉窑厚胎薄釉刻花青瓷晚于素面厚釉制品的谬误。其后，《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

‹1›   陈万里《龙泉青瓷之初步调查》，载氏著《瓷器与浙江》，上海：中华书局，1946年，第47－51页。

‹2›   徐渊若《哥窑与弟窑》，香港：百通出版社，2001年，自序页。

‹3›   朱伯谦《龙泉大窑古瓷窑遗址发掘报告》，载浙江省轻工业厅编《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8－67页。

‹4›   张翔《龙泉金村古瓷窑址调查发掘报告》，载浙江省轻工业厅编《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6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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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一文发表，概括了龙泉窑在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产品特征、窑炉作坊和装烧技术等内容
‹1›
。中国科

学院硅酸盐化学与工学研究所等部门则从原料、胎釉配方及其着色机理等方面，对发掘所得的历代龙泉

青瓷标本进行了科学的分析研究，并于1964年编辑出版了《龙泉青瓷》图录
‹2›
；1989年又编辑出版了《龙

泉青瓷研究》，这是首部从考古、艺术、科技等角度全面研究龙泉窑青瓷的文集，并包含有上述部分窑址

的发掘简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掘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认为以溪口瓦窑垟为代表的窑场生产的一类黑胎青

瓷与文献上记载的哥窑特征一致。但随即通过对发掘所得标本的测试，发现其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

馆等收藏的一类被定为哥窑的器物的胎釉化学成分结果不同，以至于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哥窑器物，被改

称为“传世哥窑”
‹3›
。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因紧水滩水电站建设的需要，文物部门对水库淹没区内的瓷窑遗址进

行了普查，共发现窑址200余处。由于水库淹没区主要位于龙泉县城以东地区，故一般也将龙泉县城以

东、包括与之毗邻的云和县的部分窑址统称为龙泉东区窑址。事实上，对该地区龙泉窑的调查工作在20

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1958年对龙泉东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共确定窑址75处
‹4›
；1974年进行第二次调

查，窑址数量达108处；1980年第三次调查，窑址总数达到了218处，这也是目前对龙泉东区窑址最为

详细的调查，所发现的窑址数量也是最多的。1979年至1981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组织中国社会科

‹1›   朱伯谦、王士伦《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63年第1期，第27－39页。

‹2›   浙江省轻工业厅、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合编《龙泉青瓷》，文物出版社，1966年。

‹3›   “‘传世哥窑’不在龙泉烧造之说是可以接受的，龙泉黑胎青瓷可能就是正统的哥窑，这种说法也是有相当根据的。”周仁、张福康

《关于传世“宋哥窑”烧造地点的初步研究》，《文物》1964年第6期，第8－13、66－69页。

‹4›   这一时期针对龙泉东区展开的窑址调查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发生于1957年，第二次即1958年5月为配合紧水滩水库建设工程

而展开的调查。此次调查发现的窑址数量共见72处、73处及75处等三种说法。1960年10月，浙江省文管会为配合编写《龙泉青瓷史》，又

曾派出一个工作组对东区诸窑做重点复查，至此发现窑址80处。本文以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为准，见：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龙泉

调查散记》，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七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第492页：“这次调查到的窑址

共73处”；牟永抗《龙泉窑调查发掘的若干往事——〈龙泉青瓷研究〉读后》，载氏著《牟永抗考古学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94

页：“1958年初夏……发现古窑址72处”；《浙江省龙泉东区青瓷窑址调查报告》，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

（第七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第499页：“从80处窑址的调查搜集到的瓷片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泉东区窑址发掘

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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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考古研究所
‹1›
、中国历史博物馆

‹2›
、故宫博物院

‹3›
、上海博物馆

‹4›
、浙江省博物馆

‹5›
和南京博物院

‹6›
共同

组成紧水滩工程考古队，分组、分地区地对水库淹没区内的古窑址进行调查、发掘，主要有山头窑、大白

岸、安仁口、安福、上严儿和源口林场等地窑址，并先后发表了发掘简报和报告。通过这次大规模的发掘

工作，对龙泉窑东区的窑场布局、地层堆积、产品类型及器物演变均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2004年，浙

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云和县的横山周元明窑址进行发掘，加深了对龙泉东区窑址的认识
‹7›
。2005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过编写《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对以上一系列发掘成果作出重要总结，

成为了龙泉青瓷分期研究和区域性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龙泉窑第一部正式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龙泉

东区的考古发掘表明，东区的产品质量略次于南区，且主要的生产时间为元代中晚期到明初，不能全面

反映龙泉窑的发展序列和工艺成就。但紧水滩水库的发掘工作对中国陶瓷考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

不仅是国内首次最大规模的陶瓷考古实践，且伴随有一系列考古简报与报告的发表。同时，以任世龙先

生为代表的学者也对陶瓷考古的理论、方法均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先后发表了《瓷窑遗址发掘中的地层学

研究》
‹8›
、《浙江古代瓷业的考古学观察——遗存形态·制品类型·文化结构》

‹9›
、《瓷窑址考古中的“瓷窑”和

“窑系”》
‹10›
和《浙江瓷窑址考古实践与认识》

‹11›
等论文。所以在1981年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上，苏秉

琦先生将紧水滩水库的窑址考古发掘称为“中国考古学一个新兴学科分支——陶瓷窑考古大规模崛起的

标志”
‹12›
。

‹1›   “发掘的四处窑址为金坝坨、金岙湾、石大门山和大栗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工作队《浙江龙泉县安福龙泉窑址发

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6期，第504－510页。

‹2›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浙江龙泉青瓷上严儿村窑址发掘报告》，《中国历史文物》1986年，第43－72页。

‹3›   李知宴《浙江龙泉青瓷山头窑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1年第10期，第36－42页。

‹4›   上海博物馆考古部《浙江龙泉安仁口古瓷窑址发掘简报》，《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三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2－132页。

‹5›   198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接替浙江省博物馆发掘组工作。

‹6›   后期工作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接替，未见简报和报告发表，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

版社，2005年，第45页。

‹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云和县横山周窑址发掘简报》，《东方博物》2009年第4期，第89－99页。

‹8›   任世龙《瓷窑遗址发掘中的地层学研究》，载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411－418页。

‹9›   任世龙《浙江古代瓷业的考古学观察——遗存形态·制品类型·文化结构》，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所

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第296－307页。

‹10›   任世龙《瓷窑址考古中的“瓷窑”和“窑系”》， 载氏著《瓷路人生——浙江瓷窑址考古的实践与认识》，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

270－278页；原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五辑）》，杭州出版社，2002年。

‹11›   任世龙《浙江瓷窑址考古实践与认识》，载《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315－324页。

‹12›   任世龙《龙泉窑考古的历程——〈瓷器与浙江〉重读有感》，载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第三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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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以探讨文献中“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行移饶、处等府烧造”
‹1›
所说明代

处州官窑为目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龙泉青瓷博物馆联合对大窑枫洞岩

窑址进行了发掘。本次发掘清理出了大批遗迹，包括古代制瓷手工业工场的四大功能区——备料区、成

形区、烧成区和储藏区，构成了一处完整的制瓷作坊，这在迄今对龙泉窑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尚属首

次。同时，发掘出土了数以吨计的瓷片，其烧成年代主要为元、明时期，尤其是发掘揭露的明代初年地

层的部分产品，由于与景德镇明代御器厂遗址明初地层的产品在造型和纹样上十分相似，可以确认为供

御用的官器，为我们重新认识明代龙泉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为龙泉窑的分期研究，提供了丰

富的、新的实物资料。2007年，龙泉枫洞岩窑址研讨会的召开，再次引起学术界对龙泉窑的关注，专家

们一致认为龙泉窑于明代达到又一高峰
‹2›
。2009年出版的《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瓷器》，发表了出土

的部分瓷器和初步的研究成果，并对在民窑中生产的宫廷用瓷以“官器”命名。2015年，《龙泉大窑枫洞

岩窑址》报告出版，再次确认了明代早期龙泉窑向宫廷贡瓷的历史事实；因为出土了丰富的明代早期遗

物和有明确纪年的堆积层，对明代早中期龙泉窑的分期有了崭新的认识，纠正了明代龙泉窑衰落的错误

观点。总之，该报告基本解决了元、明龙泉窑青瓷的分期和技术发展等问题，比较完美地达到了发掘的

学术目标。

2010年11月至2011年9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发掘了溪口瓦窑垟遗

址，在南宋的窑炉中找到了足以断代的黑胎青瓷。并且，溪口一带的12处窑址中仅有三处窑址有黑胎

遗物存在，这表明黑胎青瓷的烧造技术在南宋时期属高端的制瓷技术，没有普及生产的可能性，其性质

与宫廷有关。在小梅镇瓦窑路也发现了烧造此类产品的窑址，且基本专烧黑胎青瓷，而且这批黑胎青瓷

制作工整，开片圾碎精美，和大窑、溪口出土的黑胎青瓷风格有所不同
‹3›
。瓦窑垟与瓦窑路窑址的发掘

和调查结果表明，龙泉黑胎青瓷的特征与文献记载的哥窑特征完全吻合，其产品应该就是宋代哥窑。

2018年出版的《哥窑的新发现》对这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作了初步总结，这也是对20世纪60年代首次

发掘黑胎青瓷窑址成果的进一步确认
‹4›
。

‹1›  （明）申时行等修《大明会典》卷一九四“工部十四”称：“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

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府烧造。”载（清）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7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第330页。

‹2›   沈岳明、秦大树、施文博《龙泉窑枫洞岩窑址考古发掘学术座谈会纪要》，《文物》2007年第5期，第93－96页。

‹3›   徐军《龙泉窑近年来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简报》，《陶瓷考古通讯》2013年第2期，第3－4页。

‹4›   沈岳明、郑建明《哥窑的新发现》，文物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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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至201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又对龙泉金村
‹1›
包括庆元上垟地区

‹2›
、石隆及龙泉东

区
‹3›
等窑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和勘探，基本厘清了龙泉窑各窑址的基本面貌、生产核心、产品序列

等基本问题。从窑系需具备的生产工艺特点来看，龙泉窑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窑业生产体系，应是在北

宋中期以后。明中后期到清代甚至到民国，龙泉地区仍有青瓷烧造，但生产规模很小，产品质量粗糙，

所以从窑业生产工艺体系来讲，可以将龙泉窑的烧制历史在明晚期后划上句号。

另外，近年来在庆元的黄坛
‹4›
、竹口

‹5›
和丽水的吕步坑

‹6›
等窑址也进行了发掘。可以说，近百年来对

龙泉窑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量的考古工作，积累了足够多的材料，可以并迫切

需要对龙泉窑开展综合研究。

二  新时期龙泉窑研究的重点与展望

多年的研究和历次考古调查与发掘，虽已初步展现龙泉窑遗址宏大的规模、绵延久远的生产历史、独

特的艺术风格和在国内外广泛的影响，但尚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与研究。

（一）龙泉窑的始烧问题以及发展谱系的建立

关于龙泉窑的创烧年代，国内外有多种观点。一是认为龙泉窑始烧于三国
‹7›
，但从现有材料看，龙

泉地区，甚至整个丽水地区均没有对应的窑址信息；二是认为始于南朝
‹8›
，以目前已知窑址状况，将丽

水地区时代最早的吕步坑窑址作为起始点。事实上，吕步坑窑址的烧造年代在唐代，与后来的龙泉窑似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青瓷博物馆《浙江龙泉金村青瓷窑址调查简报》，《文物》2018年第5期，第26－43页；郑建明、谢

西营《浙江龙泉窑金村片区考古调查主要收获》，《陶瓷考古通讯》2014年第1期，第4－5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青瓷博物馆《龙

泉金村窑址群》，文物出版社，2019年。

‹2›   郑建明、胡文琳、陈化诚《浙江庆元地区古代制瓷业与庆元瓷文化——2013－2014年调查收获》，《陶瓷考古通讯》2014年第2

期，第23－25页。

‹3›   郑建明《21世纪以来龙泉窑考古新进展》，《文物天地》2018年第10期，第104页。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庆元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浙江省庆元县唐代黄坦窑址发掘简报》，《东方博物》2016年第3期，第

61－72页。

‹5›   刘建安《2011年浙江丽水庆元县潘里垄宋代窑址考古发掘》，《陶瓷考古通讯》2013年第1期，第14－15页。

‹6›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丽水市文化局《浙江省丽水县吕步坑窑址发掘简报》，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学刊（第七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第538－558页。

‹7›   朱伯谦先生对龙泉窑始烧年代的判断，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出现曾改变前期所持南朝观点，后因丽水地区进入20世纪70年代

后陆续发现一批三国晋代古墓，出土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使得朱先生将龙泉窑的始烧年代前提到了三国。见朱伯谦主编《龙泉

窑青瓷》，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8年，第6－29页。

‹8›   朱伯谦《龙泉青瓷简史》，载浙江省轻工业厅编《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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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也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三是认为始于五代
‹1›
，龙泉本地相传曾发现有五代时期纪年遗物，惜无从考

证；四是认为始于北宋淡青釉产品。从龙泉金村历年来的调查、考古发掘资料来看，该地区进入北宋以

后生产的产品才开始具有独特的龙泉窑风格，但是淡青釉产品具体是否为北宋早期还是北宋中期，甚

至早到五代或更早，该时期的产品和越窑、瓯窑有着怎样的关联等学术问题，仍然需要通过考古材料来

考证。

此外，近年来庆元黄坛窑址、龙泉金村窑址等都出土了一类饼足、施半釉和泥点垫烧的产品，器物具

有唐代特征，但烧造规模不大，属于龙泉窑的起步阶段。差不多同时，松阳的界首、青田的石帆等地也

有窑址烧制青瓷，但生产规模亦不大。主要器物有碗、杯、罐、瓶、盏、钵、盆、灯盏、砚等，胎质灰白、灰黑、

灰褐，釉色以青灰、青褐色为主，少量施黑（褐）釉，部分器物口沿处加褐色点彩。龙泉金沙塔塔基出土

一件青瓷碗，报告中描述为撇口、浅腹、斜壁，圆饼形底，底心微内凹；黄绿色釉，外壁施釉不及底；胎

体粗糙，呈灰黄色，外底周缘有半圆形的泥垫支烧印痕五个，底中有墨书“塔”字。报告称该碗显然是建

造塔基时人们有意识埋藏进去的，在夯土时被砸碎
‹2›
。从发表的器物图看，不管是器形还是装烧工艺，

与金村出土的饼足碗完全一致，这既为塔基出土的墨书“塔”字碗找到了生产的窑场，也为窑址出土的此

类产品的年代提供了下限。金沙塔在清乾隆二十七年本《龙泉县志》中有记：“金沙塔，在金沙寺，七级

皆可登。晋隋唐宋间名士多留题。”
‹3›
由于塔砖上发现过“太平兴国二年”的纪年文字，故被发掘者认定为

北宋初吴越国尚存之时，但从县志所讲的有隋唐时期的题记看，似乎金沙塔的建造年代更早，可能后来

经历修缮修，至少在“太平兴国二年”修过一次，否则不会出现“太平兴国二年”的纪年铭砖。光绪《处州府

志》就说：“崇仁寺，县南五里，即金沙寺，五代时建，有华严塔。”
‹4›
当然，这类器物相对粗糙，与后来

之淡青釉瓷器相比，中间似乎缺少过渡，但在金村窑址中却出现了两者同烧的现象。而淡青釉瓷器基本

都是垫圈支烧，到晚期时出现泥饼填烧工艺，不见金沙塔基出土的饼足碗泥点支烧工艺，淡青釉瓷器也

多见圈足、不见饼足的情况，所以，尽管饼足碗等与后来的淡青釉产品在同一窑中出现，但两者之间的

年代差异也显而易见。是饼足、泥点支烧工艺在龙泉地区出现了滞后现象，还是这种工艺在龙泉地区

延续了很长时间，抑或是垫圈工艺在龙泉地区的超前现象，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另外，学界对龙泉窑的分期研究也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特别是龙泉窑两宋之际和元末明初产品尚未

获得有效区分，以致在学术上产生了错误的结论。在发现的国外许多遗址中，特别是西亚、中东到东非

‹1›   陈万里：“龙泉开始烧造的时期，大约在五代以后，越窑衰落了，龙泉就代之而起。”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

社，1956年，第22－23页。此外，龙泉当地曾有传言，金村地区曾发现一例器物，上刻：“天福秋，修建窑炉，试烧官物，大吉。”虽然

这一说法相传甚广，但从来未见实物，见丽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河滨遗范》，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2›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龙泉调查散记》，载前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七辑）》，第490－

495页。

‹3›   （清）顾国诏等修《（光绪）龙泉县志》卷一，清光绪四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48页。

‹4›   （清）潘绍诒修，周荣椿纂《（光绪）处州府志》卷九，清光绪三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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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遗址中大量出土明初的龙泉窑瓷器，以往都被断代为元代、甚至南宋的产品。这就需要对龙泉窑进行

系统和详细的区分，建立龙泉窑的发展谱系。如此，龙泉窑的研究才能有的放矢、切合实际。

（二）龙泉窑工艺创新及与宫廷的关系

龙泉窑进入宋代以后改变了中国制瓷史上一直沿用的一元配方工艺，在瓷土中加入了适量的紫金

土，变成了二元配方，并且釉也从钙釉改变为钙碱釉。而二元配方最直接的变化即是黑胎青瓷的出现。

这也是龙泉窑作为当时的“高科技”产业，改变当时人们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重要体现。

龙泉黑胎青瓷相对较小的器形、规制和接近南宋官窑的胎釉特点以及多仿古礼器造型的审美取向，

表明了它与其他大宗产品使用对象和功用的不同，因而关于这类产品的性质，就出现了从官窑、仿官到

哥弟窑的争论，生产年代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且黑胎青瓷在胎料中掺入了紫金土，应用了二元配方

技术，基本为乳浊厚釉，这种工艺技术为什么会在这时出现、其出现的原因又是什么，都是学界备受关

注的话题。

黑胎青瓷首次被发现于民国时期。1928年起，陈万里先生就开始对龙泉窑进行实地调查，黑胎青

瓷即是其重点关注的课题之一。1939年，在他第四次龙泉之行时，终于在大窑岙底发现了黑胎产品，

而这些黑胎青瓷具有紫口铁足等特征
‹1›
。在随后的第五次龙泉之行时，又于溪口瓦窑垟发现了同类产

品，“墩头与坳头两处之黑胎作品，其为同一时期，可以假定。但如此认此黑胎作品，即为哥窑，则所

谓哥窑者，在大窑耶，抑在墩头耶”
‹2›
？

1959年末至1960年初，朱伯谦先生等对龙泉窑核心地区的大窑、溪口、金村等地进行了调查及小规

模的试掘。其中在大窑、溪口两地确认了五处烧造黑胎青瓷的窑址
‹3›
，之后又在溪口骷髅湾和李家山两

处窑址发现了黑胎青瓷产品
‹4›
。

但是由于龙泉黑胎青瓷问题的复杂性，学术界对其性质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至今仍未形

成统一的意见，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为龙泉仿官
‹5›
，一些学者发现黑胎青瓷的特征与乌龟

‹1›   陈万里《龙泉大窑之新发现》，载前揭氏著《瓷器与浙江》，第60页。

‹2›   前揭陈万里《龙泉青瓷之初步调查》，第62页。

‹3›   前揭朱伯谦、王士伦《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第31－32页；金祖明《龙泉溪口青瓷窑址调查纪略》，《考

古》1962年第10期，第535－538页。

‹4›   前揭朱伯谦《龙泉青瓷简史》，第17页。

‹5›   周仁、李家治《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第101页；汪庆正《官、哥两窑若干问题的

探索》，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82－188页；牟永抗、任世龙《“官”、“哥”

简论》，载牟永抗《牟永抗考古学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81－291页（原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古辑刊（第3集）》，

岳麓书社，1987年）；郭演仪《哥窑瓷器初探》，《中国陶瓷》1998年第5期，第2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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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官窑基本一致，即认为龙泉黑胎厚釉青瓷应为仿官窑烧制；第二种观点为龙泉官窑
‹1›
，认为龙泉黑胎

青瓷绝不是所谓的“仿官”瓷，而是受处州监控的龙泉官窑，在郊坛下官窑出现之前就已经成功烧制出了

这类黑胎乳浊釉品种；第三种观点则认为龙泉黑胎青瓷就是文献记载的“哥窑”
‹2›
。因为龙泉发现的黑胎

青瓷与文献记载的哥窑特征，不管是烧造地点还是器物胎釉特征、烧造时间，均完全吻合。

2010年11月到2011年9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龙泉青瓷博物馆发

掘了溪口瓦窑垟遗址，在南宋的窑炉中找到了足以断代的黑胎青瓷。2011至2012年，又在龙泉市小梅

镇发现了瓦窑路窑址并进行了发掘。在窑址中发现了一类器物，其特征和烧造工艺均较瓦窑垟窑产品更

早，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随后开展的考古调查，在溪口、大窑等窑区都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生产黑胎

青瓷的窑址。从瓦窑路窑所在的位置和生产特点看，该窑非常类似汝窑遗址中，由官府置场生产御用瓷

器的一类窑场，表明这个时期龙泉窑已进入了生产精致的官用瓷器的体系，龙泉窑已发展成为南方地区

瓷器生产的一个中心区域。

基于上述成果，《哥窑的新发现》一书从文献依据、器物的年代和产地、产品特征、烧制工艺等方面

考察，认为龙泉黑胎青瓷就是文献记载的宋代哥窑，其始烧时间不晚于南宋早期，最晚烧制年代可以

到元；黑胎青瓷的烧制区域也并不是以前认为的溪口和大窑两地，而是扩展到了小梅、石隆及龙泉东

区等，其烧造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到消亡的过程。同时，该专著首次提出“金丝铁线”并不是哥窑的特

征，而是后代仿哥窑产品特点的新观点。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的“官哥不分” “官哥难分”的情况，进一步从

烧造工艺特征上辨别出被混入官窑产品中的哥窑产品。这是迄今对传统哥窑研究中最具冲击力的新观

点。也因为通过对龙泉黑胎青瓷始烧时间的考证，认为其最早出现于南宋早期，年代要早于南宋郊坛下

官窑的产品，推翻了以往学界认为南宋龙泉窑黑胎厚釉青瓷是仿官产品的观点。至于黑胎青瓷烧造技术

来源于何处，与官窑的关系又是如何？都还需要深入研究。

此外，但凡一个产品能形成广泛影响，往往与宫廷的推动、宫廷对产品的青睐分不开，新技术出现

时也往往被宫廷所垄断。除了龙泉黑胎青瓷可以明确是为宫廷烧造的产品以外，龙泉窑与宫廷的关系

亦非常密切。如《元史》记载元代宫廷曾在浙江烧造祭器
‹3›
，在大窑片区岙底窑址群内发现元代的黑胎青

瓷，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发现，这是否与元代青瓷祭器烧造相关？

‹1›  汤苏婴《龙泉瓦窑垟黑胎类产品及相关问题》，《考古》1993年第1期，第1031－1035页；李德金《南宋官窑与龙泉窑的关系》，

载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编《南宋官窑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10－122页（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与边疆考古研

究（第一辑）》，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阮平尔认为龙泉黑胎为宫廷用瓷，文献中“内窑”就是指龙泉窑中生产这种宫廷用瓷的窑口，

见阮平尔《南宋官窑新探》，《东南文化》1987年第2期。

‹2›   张翔《论哥窑和弟窑》，《东南文化》1988年第1期，第85－93页；李辉柄《宋代官窑瓷器之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2

期，第9－11页；李辉柄《“哥窑”的正名及其有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1期，第20－28页。

‹3›   《元史》卷七四《志第二十五·祭祀三》“中统以来，杂宋金祭器而用之，至治初，始建新器于江浙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中

华书局，1976年，第六册，第1846－1847页；《元史》卷七二《志第二十三·祭祀一》：“器物之等，其目有八……三曰笾豆登俎……青瓷

牲盘一……五曰牲齐庶器……毛血盛以豆，或青瓷盘。”中华书局，1976年，第六册，第1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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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掘工作，揭露出了大规模的窑炉和生产作坊遗迹，出土了数十吨计的

瓷片，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此窑的烧成年代主要为明代，出土物中包括了大量与清宫旧藏造型和纹饰相

同或相似的具有“官器”特征的器物。这些官器主要为明代洪武和永乐两朝，和民用器或外销瓷明显区别

的是，龙泉窑官器刻划花花纹遍布器身，刻工深遽、精细，布局严谨、繁缛。

《明宪宗实录》提及天顺八年之前浙江龙泉仍有宫廷内官监制烧造宫用青瓷——天顺八年（1464）正

月，宪宗帝即位，下诏：“上即帝位……以明年为成化元年，大赦天下……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

差内官在彼烧造瓷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业，差委官员即使回京，违者

罪之。”
‹1›
由此可见，明成化以前龙泉窑仍在烧造宫廷用瓷，这是文献记载中龙泉窑最后一次为皇家烧造

瓷器。现今在大窑岙底尚有“官厂”故址存在，调查发现的产品中明确有与枫洞岩官器相近的器物，但我

们尚不可知这一地点是否与文献相对应，需要进一步探究。

其实龙泉窑在北宋晚期即已在为宫廷烧造瓷器，这在宋代文献中有明确记载，《鸡肋编》中有述“宣

和中，禁廷制样须索，益加工巧”
‹2›
。那么，近年来发现的一种制作精致、釉色淡雅的一类有别于龙泉窑

常见产品的器物是否就是宫廷用瓷？针对这一问题，尚未有明确的答案，亟待研究力量的投入。

（三）龙泉窑的工艺交流与影响

龙泉窑以其精美的产品得到了上至贵族、下至普通百姓的喜爱，陆容的《菽园杂记》称，“然上等价

高，皆转货他处，县官未尝见也”
‹3›
，在全国各地发现大量的龙泉窑产品，其烧造技术在当时也是处于领

先地位，对全国其他窑场产生过很大影响，尤其是周边省份，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都有不少窑场生产龙

泉窑风格的产品。那么这些窑场与龙泉窑是什么关系？是纯粹的产品模仿还是有技术的输出，抑或是龙

泉窑本身的扩张，其发展的历史背景又如何？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特别是明初时期的景德镇窑场与龙泉窑，在文献记载中是处于相同的地位的——《大明会典》卷

一百九十四《工部十四》 “陶器”条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

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表明洪武年间，龙泉窑就

与景德镇一道跻身于供御窑场之列，按照工部统一样式，向明朝宫廷贡瓷。从考古发现上看，部分窑

址还为宫廷烧制“官样”器物。例见前及枫洞岩所出洪武、永乐官器，造型规整，胎体厚重敦实，多数器

物带有刻划花装饰，纹样严谨繁密，造型与纹样同景德镇明初官窑瓷器相似，应是参照了官府下发的 

“样”，遵循相同的法式。一直到天顺八年（1464），龙泉窑还在为宫廷烧造瓷器，与景德镇御器厂地位是

相当的，那么随后龙泉窑为何失去了这种优势，失去了宫廷的青睐，龙泉窑与景德镇御器厂两者之间是

‹1›   （明）《明宪宗实录》卷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7页。

‹2› （宋）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卷上，中华书局，1983年，第5页。

‹3›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四，中华书局，1985年，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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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还是竞争对手？都需要在仔细研究后再下判断。

尽管两个窑场都为宫廷生产瓷器，且采用相同的 “样”，只是使用不同的装饰手法，应用不同的釉

料，但景德镇自御器厂生产以来就一直有在模仿龙泉窑，生产龙泉窑风格的产品。在景德镇御窑厂历年

的考古工作中出土了大量明清时期的仿龙泉青瓷，如2002－2004年御窑厂宣德－万历时期烧造区出土

宣德时期瓷器，2014年龙珠阁北麓出土正统－天顺时期瓷器，同年龙珠阁以南出土的明代中期瓷器，

以及2017－2018年御窑厂西围墙的出土器物中，均包含不少仿龙泉青釉产品。这些器物承载了景德镇

与龙泉窑模仿与竞争的历史，这一过程目前学界尚无人探讨过。这就需要整理御窑厂遗址出土和传世的

仿龙泉器物，与同时期的龙泉窑产品进行细致的对比研究，结合文献资料的梳理，厘清这段没有硝烟的

“商战”。

（四）龙泉窑产品的外销和技术输出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生产规模最大、输出最多、影响最广的著名窑场。其之所以能够在宋元时期从一

个产品只供应周边地区的地方小窑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遍布整个瓯江流域的庞大窑区，除了得益

于自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及不断提高的制瓷技术外，海外贸易的深度介入也是推动龙泉瓷业迅猛发展的强

大动力。宋元明时期海上贸易的发展给龙泉窑带来了勃勃生机。

龙泉青瓷的外销大体肇始于其窑业初始阶段。北宋晚期，龙泉青瓷已经有少量运销到境外。从目前

收集到的资料来看，东亚地区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出土过一些早期龙泉窑瓷器，东南亚地区亦零星发现有

龙泉青瓷。

宋室南迁以后，国土日蹙，而养兵日多，经济上更为倚赖海上贸易。《宋会要辑稿》记录有宋高宗

绍兴十六年（1146）诏令：“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徇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1›
《宋史》也有记

载，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

属博易……”
‹2›
龙泉窑生产工艺的成熟，使其成为当时最适合海上贸易的船货。同时，南宋政府鼓励瓷

器出口的政策，也直接促进了龙泉窑的发展。龙泉窑产品从南宋时期开始大量外销，南宋中后期已成

为最为重要且较高档的输出品。南宋后期赵汝适《诸蕃志》中提到瓷器外销的国家包括越南、柬埔寨、印

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度、坦桑尼亚等。龙泉窑瓷器在东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在东南亚地

区都有发现。如在印尼爪哇海发现的时代为12世纪的惹巴拉沉船（Jepara Wreck），就出水了一定数量的

龙泉窑瓷器
‹3›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南宋后期开始，龙泉窑瓷器大规模地输往中东和非洲地区。在对

‹1›   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16页。

‹2›   《宋史》卷一八五《志第一百三十八·食货下七》，中华书局，2007年，第4538页。

‹3›   Atma Djuana ＆ Edmund Edwards McKinnon, The Jepara Wreck，载郑培凯主编《十二至十五世纪中国外销与海外贸易国际研讨会

论文集》，香港：中华书局，2005年，第126－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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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福斯塔特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在相当于南宋中后期的阿尤布王朝（Ayyubid，在埃及的统治时间是

1169～1250）时期地层中，龙泉窑瓷片有较大量的出土，这被主持发掘的斯坎伦教授（George T. Scanlon）

形容为“（龙泉青瓷）像洪水一般涌入埃及”
‹1›
。

元代虽数次禁商泛海，但每次海禁持续时间都不长。总体看来元朝政府推行了鼓励海外贸易的政

策，并在广州、泉州、庆元（浙江宁波）、澉浦、杭州、温州等地设立市舶司
‹2›
。元代与中国贸易往来的地区

大为增加，瓷器贸易也有所扩大，龙泉青瓷的外销则达到了鼎盛。汪大渊《岛夷志略》中明确提到以“处

州磁器”“青白处州磁器”“处州磁”“处器”“处瓷”“处瓷器”“青处器”等博买的地区，有琉球（今日本冲绳）、无枝

拔（今马六甲）、麻里鲁（今马尼拉或波利略）、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或专指和乐岛）、旧港（今印度尼西亚

苏门答腊岛巨港）、龙牙门（今新加坡南岸偏西之海峡石叻门，今名克佩尔港）、花面（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

腊岛北部）等地。元代输往西亚中东乃至东非地区的龙泉窑产品比较多，部分器物的质量相当高，这或

许与带有官方性质的贸易有关。而且从这时开始，龙泉窑开始有意识地根据海外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习

惯和偏好来生产瓷器，如行销到中东地区形体硕大的盘、碗，流行于东南亚地区小巧玲珑的罐、瓶类产品

等。这表明龙泉窑当时已经进入了为使用地点生产定制瓷器的阶段，从一般产品中选择外销器物到根据

商家要求定制器物。这是海上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生产者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同时也会获得更大

的利润。元代龙泉窑已成为当时输出瓷器数量最多的一个窑场，在瓷器外销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根

据对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沿线的一些重要古代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调查统计，在环印度洋地区，元代

中后期到明初，龙泉窑瓷器在出土的中国瓷器中所占的比例在80%以上，而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所占

比例在60%以上，是外销瓷中最重要的产品
‹3›
。

明代初年，中国出现了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航海活动——郑和下西洋。这段时间也是海上贸易十分

活跃的时期。然而人们在检视考古发现的资料后曾一度认为，在环印度洋地区发现的明初中国外销瓷资

料十分稀少。因此，也引起了人们对郑和下西洋性质的认识和当时实际贸易规模是否足够大的质疑。经

过近些年的研究和考古新发现的资料，考古工作者逐渐发现，在元末到明初这一时段中国瓷器的外销其

实并不稀少，龙泉窑瓷器甚至在外销中扮演了主角。造成上述误解的原因在于，过去一段时间里学界对

龙泉窑元代后期和明初的产品尚不能很好地区分，因此将大量明初的资料断代为元代，甚至南宋，从而

混淆了事实的真相。

‹1›   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86－87页。

‹2›  《元史》记：“立市舶司一于泉州……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 《元史》卷九四《志四十三·食货二》，中华书局，1976

年，第2401页。

‹3›   秦大树《从海外出土元代瓷器看龙泉窑外销的地位及相关问题讨论》，载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丽水市人民政府编《天下

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卷三·风行天下》，故宫出版社，2019年，第266－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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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相似的错误观点在学界由来已久。1958年英国学者汤姆·哈里森（Tom Harrisson）指出，在

加里曼丹岛西南至东北上百英里的海岸线范围内，没有发现任何明代时人们在当地活动的痕迹，连破碎

的明朝瓷器也没有，但是却有上百万片他们认为是宋元时期的瓷片。基于此，他提出“明代间隔期（Ming 

Gap）”这个概念
‹1›
。2004年，曼谷大学东南亚陶瓷博物馆馆长布朗（Roxanna Brown）在她的博士论文中肯

定了“Ming Gap”的存在
‹2›
。 “Ming Gap”一词甚至成为明初中国瓷器外销状况的通识，并认为这种现象是

由于明统治者的海禁政策所致。使得中国瓷器在与东南亚的越南、泰国等地生产的瓷器的竞争中处于下

风。然而，北京大学考古队在2010至2013年间在东非肯尼亚共和国调查了该国沿海地区遗址中出土的

中国瓷器，发现明代初期龙泉窑瓷器的数量事实上相当庞大
‹3›
。

明代中期以后龙泉窑逐渐衰落，在文献中的反映为“化治以后，质粗色恶”
‹4›
。但直到明末，龙泉青

瓷还有一定数量的外销。《龙泉县志》记载：“崇祯十四年七月，由福州运往日本瓷器27000件，同年10月

有大、小97艘船舶运出龙泉青瓷30000件，在日本长崎上岸。” 
‹5›
然而随着明代中期以后景德镇青花瓷生

产的成熟及其在海外的认可度逐渐提升，龙泉窑的输出份额被大幅挤占，在外销中逐渐降为次要地位。

龙泉窑外销的衰落似乎也直接导致了龙泉窑整体生产的衰落。从龙泉窑窑场的分布看，其从瓯江上

游的龙泉南区渐渐向东区发展，也是为了运输便利，所以这种兴盛情况应该与大量外销有关。明代的海

禁政策，影响了龙泉窑瓷器的生产和销售，只有少量窑场还在继续生产。粤东、闽南一带的管控则相对

宽松，因此走私出口的瓷器比较多。当地也有很多窑场烧制龙泉青瓷，用于出口，这也许就是龙泉一带

的一些窑场、窑工为了生路，慢慢转移到粤东、闽南地区继续生产的结果。

此外，在东南亚一带的越南、泰国等地，不仅出土龙泉青瓷，还有一些窑场仿烧龙泉青瓷。其烧造

的产品从造型到装烧工艺，包括一些细节处理，几乎都和龙泉窑别无二致。在越南北河府安越县的一个

窑场，有一块碑上刻着“濱陶舜器”与龙泉窑特有的“河滨遗范”意义相似， 所以几乎肯定是有原先在龙泉

烧造瓷器的窑工曾经到了那里
‹6›
。除了东南亚一带，还有埃及、西亚等地，都有窑场生产类似龙泉窑产

品的器物，东亚的日本则更为普遍。所以在那时，几乎是“天下龙泉”，因为到处都有龙泉窑的产品，到

处都是烧造龙泉窑产品的窑场，说明其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大的。而这些事例也说明了龙泉窑不

单单是产品输出，还有技术输出。

‹1›   Harrison.Tom, The Ming Gap and Kota Batu, Brunei, The Sarawak Museum Journal, June 1958, vol.8, No.11 (New Series), No.26 (Old 

Series), pp.273-277.

‹2›   Roxanna Maude Brown, 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Towards a Chronology of Thai Trade Ware, Bangkok: The 

Siam Society under Royal Patronage, 2009.

‹3›   刘岩、秦大树等《肯尼亚滨海省格迪古城遗址出土中国瓷器》，《文物》2012年第11期，第37－60页。

‹4›   “化治以后，质麤色恶，难充雅玩矣。”前揭顾国诏等修《（光绪）龙泉县志》卷三，第248页。 

‹5›   浙江省龙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龙泉县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第310页。

‹6›   沈岳明《从“龙泉天下”到“天下龙泉”——元明时期龙泉窑对外输出方式的变革》，《博物院》2020年第6期，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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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窑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一直来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大遗址保护重点工作，其宏大的规模、绵延

久远的生产历史、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在国内外广泛的影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龙泉窑不仅在中国陶

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古代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不管是其产品的

外销还是工艺技术的输出，都是中外文化与商业交流的重要载体。千年龙泉瓷，百年求索路，如何在层

层积累的考古、文献材料及前人成果上踵其事而增其华，于刮摩淬励间回溯龙泉窑窑业面貌之点滴，总

结其窑业发展的历史规律，仍有诸多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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